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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和全球性傳播，相關虛假資訊在社群媒

體平台滋生、流傳、誤導公眾。那麼，新冠疫情相關的虛假資訊是通

過怎樣的機制危害公眾的認知與態度？本研究通過對四個文化相近、

但資訊近用性不同的亞洲城市（即中國大陸的北京、香港、新加坡、台

北）進行實證研究，考察了接觸疫情虛假資訊對錯誤觀念、疫苗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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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水準的負面影響。本研究的數據來自2021年8月開展的一項線上

大型問卷調查，共有4,094名受訪者參與。研究結果顯示，社群媒體

中流行的虛假資訊會使人們對於新冠疫情產生錯誤的認知、形成抵制

疫苗態度，並阻礙學習相關知識。此外，我們也發現在數字媒體資訊

近用性高的社會（如香港、新加坡）中，虛假資訊的接觸和分享較少出

現，負面影響也較低；而在對數字媒體資訊近用性受限的社會中（如北

京），虛假資訊的接觸和分享則較為頻繁，並產生較高的負面影響。最

後，我們討論了本研究發現對虛假疫情資訊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關鍵詞：新冠疫情、虛假資訊、數字媒體資訊近用性、認知、抵制疫

苗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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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at harms has COVID-19 misinformation circulating on social media 

inflicted on the general public’s cognition and attitudes? We investigated this 

concern by linking exposure to popular COVID-19 misinformation with three 

adverse cognitive and attitudinal outcomes in four culturally similar Asian 

societies (i.e.,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Singapore, and Taiwan) that differ 

in digital information accessibility. Data collected from an online survey of 

Ran WEI (Professor).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Research interests: media effects,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mobile communication. 

Jing GUO (Ph.D. Student).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Research interest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new media. 

Sai WANG (Research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teractive Media,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media psychology,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Yi-Hui Christine HUANG (Chair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Research interests: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risk communication, crisis communication,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210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2期（2022）

4,094 adult respondents in August 2021 demonstrate that exposure to 

misinformation on popular social media platforms negatively affected 

respondents’ misbeliefs of and incorrect knowledge of COVID-19 and anti-

vaccine attitudes. Moreover, sharing misinformation was found to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of misinformation exposure and cognition and attitudes. When 

situating these relationships in the four societies, we found that exposure and 

sharing were less frequent in societies with free access to digital information 

but more frequent in societies with restricted accessibility. Implications of these 

findings for containing the infodemic are discussed.

Keywords: COVID-19 pandemic, misinformation, information accessibility, 

cognition, anti-vaccine attitu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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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曠日持久的新冠肺炎疫情不僅威脅著人類的生命和健康，也帶來

了一個令人擔憂的現象：「資訊流行病」（infodemic）（見Cinelli et al., 

2020）。廣義而言，資訊流行病是指，與某一特定議題相關的資訊在短

時間內，受特定事件的激發，而出現快速傳播的現象（Pan American 

Health Organization, 2020, p. 1）；錯誤資訊、謠言、虛假資訊和假新聞

等均屬資訊流行病。具有誤導性的疫情虛假資訊五花八門，從病毒起

源、感染渠道、治療方法，到對疫苗的懷疑，不勝枚舉。這些虛假資

訊如病毒般在社群媒體和人際網絡中大量傳播，對人們的態度和行為

可能產生不良的影響。

因此，學術界極為關注資訊流行病及其對疫情防控的影響。相關

研究發現，虛假資訊接觸會危害民眾對新冠疫情的認知和行為。例

如，不分辨就盲目分享（Rossini et al., 2021）、產生焦慮不安等負面情緒

（Liu & Huang, 2020）、抗拒和抵觸科學的防疫措施（Lee et al., 2020）、

對接種疫苗猶豫不決（Dror et al., 2020）等。既有研究亦發現了導致虛假

資訊接觸和分享的多種因素和機制，包括個人層面的差異，如科學知識

水準和政治認同（Buchanan & Benson, 2019; Pennycook et al., 2020），也

包括資訊本身的屬性，如負面情緒誘發性等（Kumar et al., 2021）。然

而，當前研究很少探析宏觀社會因素對虛假資訊接觸的影響，而宏觀社

會因素恰恰是不可忽視的。

為了填補現有研究之空白，本研究檢驗數字媒體資訊近用性

（digital information accessibility）這一關鍵的社會因素在虛假資訊傳播

及影響上的形塑作用。具體而言，我們提出的主要研究問題是，資訊

近用性如何影響公眾接觸與分享虛假資訊，從而削弱或增強虛假資訊

對民眾在認知和態度方面的負面影響，如形成對新冠肺炎的錯誤認

知、妨礙建立正確知識、並使公眾形成抵制疫苗的態度等。

在社群媒體上廣泛傳播的疫情虛假資訊，無論在類型、屬性、數

量、來源、話術等方面都不相同，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中亦有顯著差

異，這也是本研究關注數字媒體資訊近用性這一社會因素的初衷所

在。生活在不同社會政治體制和媒介環境中的民眾，對於網絡資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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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有難有易，對於網絡資訊的認知和接受也會存在差異（Cho et al., 

2009; Eveland, 2001）。因此，本研究選取四個在地域、文化上接近，

但數字媒體資訊近用性水準相差較大的亞洲城市（即北京、香港、新加

坡和台北）作為研究對象。同時，我們嘗試建立一個整合性模型，來揭

示在不同的社會資訊環境之下，接觸和分享虛假疫情資訊如何影響公

眾對虛假資訊的認知、對疫苗的態度、以及相關知識水準。

本研究將有助於進一步拓展我們對虛假資訊負面影響的了解。首

先，本研究對於數字媒體資訊近用性的探討填補了既有研究對社會層

面變量研究之不足。數字媒體資訊近用性作為一個至關緊要的社會因

素，對新冠疫情虛假資訊的接觸程度發揮著重要的解釋性作用。而虛

假資訊接觸又會進一步引發人們的後續行為，比如把虛假資訊分享給

他人，或者對虛假資訊予以辯駁。其次，新冠疫情已成為全球性危

機，如何有效應對資訊流行病，是一項亟待政策制定者和社群媒體運

營方解決的重要問題。本研究基於亞洲四個城市的發現，可以在其他

社會環境中進行進一步驗證，從而為應對數字媒體資訊流行病提供可

參考的政策建議。

相關理論文獻探討

數字媒體資訊近用性

既有研究證實，新冠肺炎疫情相關的虛假資訊接觸頻率及分享 

行為與個人特質顯著相關，如收入情況、教育程度、所屬黨派等

（Chadwick & Vaccari, 2019; Seo et al., 2021）。但不容忽視的是，宏觀社

會因素同樣會對虛假資訊的接觸和分享造成影響。例如，在資訊自由

流動、頻繁更新的社會環境中，受眾得以接觸到豐富的新冠肺炎相關

資訊，這使他們更容易依靠經過證實的可靠資訊來識別虛假資訊（Gil 

De Zúñiga et al., 2020; Oeldorf-Hirsch, 2018）。因此，數字媒體資訊近

用性在影響錯誤信息接觸及其所產生的後果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根據Wei和Lo（2021）的定義，「資訊近用性」是指受眾能夠自由獲

取豐富、多樣新聞資訊的程度。在民主程度高的社會，資訊近用性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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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故民眾可以享有更加豐富、即時的資訊。在本研究中，我們將「數

字媒體資訊近用性」界定為公眾在數字媒體平台（例如在線新聞網站、

手機新聞客戶端、社群媒體平台）獲取新冠肺炎相關資訊的自由程度，

如該資訊是否來源多樣、是否數量夠大、能否即時更新。本研究主要

比較北京、香港、台北、新加坡這四個亞洲城市在「在數字媒體資訊近

用性」上的不同。雖然這四個城市在地域和文化上相近，但因政治制度

和社會構成有所不同，造成了資訊近用性方面的顯著差別。因此我們

認為，在針對以上四地新冠肺炎疫情虛假資訊的研究中，「數字媒體資

訊近用性」是一個值得深入探究的社會層面宏觀變量。

根據以上定義，「數字媒體資訊近用性」是一個具有多面向的概

念。它包括硬體部分（例如，網絡普及發展水準、資訊通訊基礎設施狀

況）和軟體部分（例如，全球競爭力、語言多樣性、民眾自由指數等）

（Biehal & Chakravarti, 1983; Kauffman & Techatassanasoontorn, 2010; Li 

et al., 2020; Wei & Lo, 2021）。這些因素共同構成了一個社會的數字媒

體環境。

如表一所示，中國大陸、香港、台北、新加坡在以上各類指標上

有不同的表現。就全球競爭力而言，中國大陸排名第四，其後分別是

香港、新加坡、台北。就資訊通訊基礎設施指數而言，國際電信聯合

會（ITU）在2017年發佈的排名顯示（缺台灣排名），香港位居全球第六

位，新加坡列第18位，而中國大陸僅排在第80位。

網絡普及方面，四地均享有便利且普及的互聯網（Wei & Lo, 

2021）。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近年來，智慧手機的普及大幅提升了中

國內地互聯網的普及程度；但另一方面，中國政府在2009年開始設置

防火牆，限制民眾對境外主要網絡平台的訪問，如谷歌（Google）、臉

書（Facebook）、推特（Twitter）等。儘管部分用戶使用VPN翻牆，但對

大部分中國大陸網民來說，所能接觸到的資訊來源較為有限，亦沒有

機會接觸並使用境外平台來獲取多元資訊。

在個人自由程度方面，美國卡托研究所及加拿大菲沙研究所（the 

Cato Institute and the Fraser Institute）共同發表2021年「人類自由指數」

（The Human Freedom Index）報告顯示，在上述四個城市中，台灣民眾

享有的自由程度最高，排在全球第19位，其後是香港（32位）、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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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位）。而中國大陸公民享有的個人自由，僅列全球第125位（Vásquez 

& McMahon, 2021）。

語言多樣性方面，新加坡作為一個多民族、多文化的移民城市國

家，有四種官方語言，即英語、馬來語、漢語（普通話）和泰米爾語。

香港市民常用的語言有粵語、普通話和英語。而在台北和中國大陸，

漢語是單一官方語言。

基於以上五個面向的差異，經過綜合考量，新加坡和香港，作為

國際化程度高、語言多樣、信息通訊技術發達的城市，數字媒體資訊

近用性水準屬於較高。台北雖然在國際競爭力和語言多樣性方面略遜

色，但較高的個人自由指數也會令民眾在接觸和獲取數字媒體資訊方

面享有較高的自由。有鑒於此，我們將台北的數字媒體資訊近用性列

為中等水準。而中國大陸的個人自由指數極低，互聯網使用亦受到限

制，故數字媒體資訊近用性為低水準。

表一　北京、香港、台北、新加坡的數字媒體資訊近用性比較分析

北京 香港 台北 新加坡

全球城市指數 
a

5 6 44 9

言論自由 
b

5.92（個人自
由），中國大陸
全球排名125位

8.53（個人自
由），全球排名
第32位

8.90（個人自
由），台灣全球
排名第19位

7.77（個人自
由），全球排名
第53位

信息通訊技術發展指數 
c
 80（中國大陸） 6 缺失 18

互聯網普及水準 普 及 程 度 高，
但使用受限

普 及 程 度 高，
使用不受限

普 及 程 度 高，
使用不受限

普 及 程 度 高，
使用不受限

政治體制 一黨制專權 有限度民主 兩黨制（亞洲民
主體制的代表）

三權分立的一
黨制

官方語言 中文 中文（普通話、
粵語）；英文

中文 英文； 中文；
馬來語； 泰米
爾語

數字媒體資訊近用性 
d 低（1） 高（3） 中等（2） 高（3）

註釋： 此分析基於Wei和Lo（2021）研究中對資訊近用性的定義。a
 Kearney (2021). 

b
 Vásquez

和McMahon （2021）. 
c
 國際電信聯合會（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2017）. 

d
 

該指標排序基於對四地在全球城市指數、自由程度、信息通訊技術發展指數、互聯網

接入率、語言多樣性等五個指標的綜合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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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媒體資訊近用性對虛假資訊接觸的影響

根據前文對「數字媒體資訊近用性」這一概念的探討，我們認為此

宏觀層面的變量可以解釋媒介環境中新冠肺炎疫情相關資訊的流行程

度，亦能解釋相關虛假資訊的傳播。簡言之，數字媒體資訊近用性，

可以作為虛假資訊接觸頻率的一個系統性前置條件。從媒介系統角度

而言，豐富的、可接近的資訊資源能夠令民眾更便利地掌握即時資

訊，加深對主要新聞議題的理解，相應提升知識水準（Iyengar et al., 

2010）。Li等人（2020）曾對此觀點作出闡釋，即社會因素為個人接觸和

使用媒體提供了大環境，其解釋力往往會超越個人因素，更容易影響

民眾對數字資訊的獲取、使用和互動參與。

在數字媒體資訊近用性高的社會環境中，民眾更容易即時獲取新

冠肺炎疫情相關的正確資訊。即使網民對此類新聞關注度不高，反思

性不強，此類資訊也會在不經意中出現在公眾視野，從而提升民眾的

正確認知水準。反之，在數字媒體資訊近用性低，多元資訊相對匱乏

的環境，只有媒介素養很高、勤快地搜索疫情資訊，並積極對事實核

查的民眾才能更有效地突破環境限制，獲取有益的資訊（Trilling & 

Schoenbach, 2013）。

此外，數字媒體環境是一個用戶可以使用各種聚合性資訊的空

間。因此，他應該遵循「意見自由市場」理論（Thorson & Stohler, 2017）

的原則，該理論假設真理來自公共話語自由交流中的思想碰撞（Ingber, 

1984）。民眾如果能夠捨棄劣質信息（例如虛假資訊或假新聞），這些劣

質信息便會輸給市場上流通的優質信息（例如真相）。在新冠肺炎疫情

的背景下，當民眾可以看到經過事實核查的資訊時，由於可以獲得正

確信息，便比較不收看或聽信虛假資訊。然而，在數字媒體資訊近用

性有限的環境中，意見不能自由流通，相互碰撞，將意見自由市場作

為一種機制來對抗虛假資訊的基本假設可能很難成立（Hofstetter et al., 

1999）。事實上，限制民眾獲取資訊可能反而會促使民眾在網上尋找和

消費更多內容，包括不實資訊，從而導致他們更容易接觸虛假資訊。
Lo等人（2022）的一項基於新冠肺炎疫情虛假資訊的研究表明，獲取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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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資訊的自由程度越高，民眾對虛假資訊的接觸就越少。反之，對於

數字資訊獲取受限的民眾，虛假資訊的接觸頻率更高。

綜上所述，若民眾無法即時獲得豐富、源自不同渠道的新冠肺炎

資訊，即資訊近用性低，鑒於他們會急於尋找相關資訊來消除對疫情

的不確定感和緊張情緒（Matthes, 2006），從而令其更容易接觸到一些未

經證實的、甚至是他人編造、傳播的虛假資訊。因此，我們提出第一

個研究假設：

假設1： 數字媒體資訊近用性與新冠疫情虛假資訊接觸頻率成負相

關，即在數字媒體資訊近用性越高的社會，民眾接觸虛假

資訊的頻率越低。

在前文中，我們討論了較高的數字媒體資訊近用性可以減少該社

會中民眾對虛假資訊的接觸。更進一步，數字媒體資訊近用性也有可

能減少民眾對虛假資訊的分享。首先，在資訊容易獲取的社會環境

中，民眾擁有必要的資源來核實似是而非的資訊。有關新冠肺炎的虛

假資訊很容易被這些消息靈通的民眾揭穿和更正。過去的研究表明，

在線分享新聞的主要動機是發送者和接收者能彼此互惠互利（Goh et al., 

2019）。但是，如果人們已經能夠正確識別錯誤的資訊，就不太可能分

享虛假資訊，因為分享虛假資訊對自己和他人都無益處（Hopp, 2022）。
Duffy等人（2020）的一項研究進一步表明，即使線上分享是出於社

會利益的考量，但如果分享的資訊被證明是虛假或誤導的，那麼此類

分享會對分享者的人際關係產生負面影響。在這種情況下，資訊發佈

者也會認為「不分享才是好的」（p. 1965）。因此，可以合理推論，在數

字媒體資訊近用性較低的社會中，因為有關疫情發展的豐富而權威的

資訊有限，虛假資訊可能會更頻繁地出現在社群網絡及民眾的日常討

論中。而這些由網民生產和編造的虛假資訊會更頻繁地被分享，以填

補他們相對匱乏的資訊。因此，我們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假設2： 數字媒體資訊近用性與新冠疫情虛假資訊分享呈負相關，

即在數字媒體資訊近用性越高的社會，民眾分享虛假資訊

的頻率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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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因素對認知及態度的影響

那麼，從個人層面而言，接觸疫情虛假資訊會對個體認知和態度產

生怎樣的影響呢？不少醫學心理學者認為（Anderson et al., 2009; Laditka 

et al., 2009），個體的認知狀態反映了他處理資訊的能力和心理過程，例

如注意力、判斷和認知。本研究更進一步探討接觸虛假資訊如何影響

民眾的分享行為、認知結果（即錯誤觀念和知識水準）與相關態度（即抵

制疫苗態度）。

首先，我們認為接觸新冠肺炎虛假資訊會提升民眾分享這些資訊

的頻率。由於社群媒體的互動性，新聞分享成為社群媒體新聞參與最

重要的行為之一（Olmstead et al., 2011）。根據Kümpel等人（2015）的定

義，「新聞分享」是指分享特定內容的行為，他有別於原創性發帖、新

聞評論等其他社群媒體新聞參與活動。針對本研究的關注重點，我們

將「新冠肺炎虛假資訊分享」界定為民眾在線上和線下活動中，向他人

推薦、轉發與新冠肺炎相關的具有誤導性資訊的行為。新聞分享是一

種新聞接觸的後續行為。因此，我們可以合理假設，接觸虛假資訊越

多，越容易將此類資訊分享給社群中的其他人。

此外，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個關乎個人健康與生命安全、以及全社

會福祉的重要議題。根據理性行動理論（Hale et al., 2002），理性人在

作出某一行為前，會綜合各種資訊來考慮該行為的意義和後果。據此

推論，當公眾看到新冠肺炎疫情的虛假資訊之後，考慮到疫情的緊迫

性和話題的重要性，他們會希望進一步傳播和分享相關資訊，以提醒

他人，或引發進一步的討論。因此，我們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3： 接觸新冠肺炎虛假資訊與分享虛假資訊成正相關，即接觸

虛假資訊的頻率越高，在社群中分享此類虛假資訊的頻率

也越高。

除了導致更多虛假資訊分享行為，接觸虛假資訊還可能會導致錯

誤的認知，和消極的防疫態度。根據Eveland（2001）建構的新聞學習模

型，具有高度參與感並關注新聞的民眾會努力理解所接觸到的資訊，

從而達到學習新知的目的。實證研究表明，新聞資訊的處理機制使人

們能夠提升自己的政治知識水準（Eveland et al., 2002），也可以獲取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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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對健康有益的知識（Lo et al., 2013; Wei et al., 2011）。不過，既有研

究大多關注的是接觸新聞資訊帶來的正面影響，即如何幫助人們學習

新知。那麼，當民眾接觸的資訊並非真實、可信、科學的資訊，而是

具有誤導性的虛假資訊，接觸這種資訊會帶來怎樣的結果呢？目前，

很少研究探究接觸虛假資訊可能導致的「反向學習」效應（de-learning 

effects），而這正是本研究要探究的另一主題。

根據健康信念模型（Health Belief Model，即HBM），個體對疾病

（例如新冠肺炎）的認知包含多個面向，包括易感性認知、嚴重性認知

以及防護措施有效性認知等（Champion & Skinner, 2008）。在本研究

中，我們將「錯誤觀念」（misbeliefs）定義為接觸虛假資訊之後的一種認

知結果，即對虛假資訊信以為真。例如，如果一個人認為諸如「吃大蒜

可以預防新冠病毒感染」之類的虛假資訊是真實的，我們就認為，他接

受了錯誤的觀念。接觸虛假資訊容易令人形成錯誤觀念，並進一步影

響他們的態度和正確知識。在下文中，我們將進一步闡釋其中的道理。

當網民接觸到的虛假資訊與其記憶中存儲的其他資訊相符時，虛

假資訊將更容易被認為是真實的（Petty & Cacioppo, 1986），這是由於

資訊處理的流暢性（fluency）的緣故。不斷的重複可以提升資訊的可信

度，即便是虛假資訊，亦是如此（Allport & Lepkin, 1945）。Pluviano等

人（2017）也認為，人們接觸虛假資訊的頻率越高，就越有可能認為這

些資訊是真實的，這是一種「虛幻真相效應」（illusory effect）。因此，

我們有理由提出假設，接觸新冠疫情虛假資訊的頻率越高，越容易相

信這些資訊是真實的。

已往的研究探討了民眾對於不同話題新聞資訊的錯誤認知。在政

治領域，Pennycook等人（2018）發現，接觸誤導性的資訊後，人們會更

傾向於相信虛假資訊。在健康傳播領域，Gerosa等人（2021）研究了個

體教育水準差異，對新冠肺炎相關知識水準、以及識別相關虛假資訊

能力之間的關係。他們的發現很有趣，教育水準並不能預測人們對虛

假資訊的認知，真正具有解釋力的變量是虛假資訊接觸程度。也就是

說，接觸虛假資訊越多，越容易把此類真假難辨的資訊信以為真。此

外，Greenspan和Loftus（2021）指出，當專家、記者作為訊源來討論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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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資訊的時候，這種負面影響會變得更強。這種錯誤觀念的形成會改

變人們對疾病的認知，進而導致他們採取不科學的防疫手段，甚至拒

絕接種疫苗。

抵制疫苗態度是全球有效防控疫情的一種嚴重阻力（Loomba et al., 

2021）。正如Smith（2017）所說的那樣，持有抵制疫苗態度的個人不但

不願意接種疫苗，甚至會勸身邊的人也不要接種疫苗。在當今的疫情

之下，社群媒體上與新冠疫苗相關的虛假資訊非常多，儘管社會各界

作出了許多努力，仍是屢禁不止。例如「新冠疫苗會影響生育能力」或

「新冠疫苗會改變人類DNA」等虛假資訊可能會使民眾錯誤地認為接種

疫苗的風險大於感染新冠病毒的風險（McKinley & Lauby, 2021）。因

此，我們有理由認為，接觸新冠疫情虛假資訊可能會增強抵制疫苗的

態度（anti-vaccine attitudes）。

此外，虛假資訊亦會對人們的知識水準造成負面影響。例如，有

研究發現，接觸政治領域的虛假資訊會影響選民對政治議題、政黨候

選人及其政策的認知（Maurer & Reinemann, 2006; Munger et al., 

2022）。同樣道理，在健康危機發生後，人們對新型疾病的知識也可能

受到虛假資訊的負面影響。大量流行的虛假資訊會令民眾感到迷茫、

焦躁不安和不知所措。因為無法找到具有共識性的真實資訊，民眾可

能會放棄對真實資訊的獲取，甚至進而不會採取適當的預防措施，或

對疫情形成錯誤的知識（Chou et al., 2020）。一項基於韓國成年人的研

究（Lee et al., 2020）發現，接觸新冠肺炎虛假資訊導致了錯誤觀念的形

成，也造成了相關科學知識的欠缺。

基於上述文獻探討，我們提出以下一組假設，即接觸大量新冠肺

炎虛假資訊會對民眾的相關認知和態度造成負面影響。具體而言，他

們會更加容易形成錯誤觀念，對疫苗持抵制態度，並且欠缺足夠的疫

情相關知識。

假設4a： 接觸新冠肺炎虛假資訊與對新冠肺炎的錯誤觀念呈正相

關，即接觸虛假資訊的頻率越高，越容易形成錯誤的觀念。

假設4b： 接觸新冠肺炎虛假資訊與抵制疫苗態度呈正相關，即接

觸虛假資訊的頻率越高，越可能抵制新冠疫苗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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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4c： 接觸新冠肺炎虛假資訊與新冠肺炎知識水準呈負相關，

即接觸虛假資訊的頻率越高，相關知識水準越低。

虛假資訊分享的中介作用

如前文所述，新聞分享是社群網絡的重要互動性參與行為（Olmstead  

et al., 2011）。在社群網絡上分享的新聞可以在短時間傳開，接受者倍

增。但如果資訊是虛假不實的，這種分享就可能會帶來巨大的社會負面

影響，讓更多人受到虛假資訊的誤導，從而削弱科學疫情防控的成效。

過去的研究（Bobkowski, 2015; Su et al., 2019）發現了許多可以預測新聞

分享的變量，例如新聞重要性認知、資訊有用性、政治立場一致性等。

根據Lee和Ma（2012）的觀點，那些積極尋找資訊、希望滿足社交互動

需求、並提升自己在他人心中地位的人，更有可能與他人分享新聞。

更重要的是，以往的研究顯示，虛假資訊的分享會提升分享者自身

對資訊的信任程度，從而加深錯誤觀念，並忽略科學性知識（Oyserman 

& Dawson, 2020）。此外，如果分享者所處社群媒介素養較低，無法識

別和反駁虛假資訊，資訊分享者的錯誤觀念就難以被改變和糾正，也就

更無法獲得科學資訊來更新自己的相關知識。

總之，接觸虛假資訊會導致更多的虛假資訊分享行為，從而形成

錯誤觀念，影響對疫苗的態度與疫情知識。換言之，虛假資訊分享在

虛假資訊接觸和負面認知及態度之間的關係上起到了中介（mediation）

作用。為驗證虛假資訊分享的中介效果，我們提出了一個研究問題：

研究問題1： 分享虛假資訊是否會中介影響新冠肺炎虛假資訊接觸

與a) 錯誤觀念，b) 抵制疫苗態度，和c) 新冠肺炎相

關知識水準之間的關聯？

最後，為了檢驗新冠肺炎虛假資訊在中國大陸、香港、新加坡和

台灣地區的傳播及影響，我們進一步提出虛假資訊分享行為，是影響

接觸虛假資訊與負面效果之間關係的關鍵機制。即接觸虛假資訊如何

通過分享行為對錯誤觀念、抵制疫苗態度和疫情知識產生影響。如圖

一所示，我們在模型中還納入了數字媒體資訊近用性這一宏觀層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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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量，以探究不同媒介環境、社會體制對接觸、分享新冠疫情虛假資

訊傳播及其後果所產生的影響。

圖一　理論模型 

研究方法

抽樣程序

於2021年8月4日至18日的兩週時間內，我們在北京、香港、台北

和新加坡四地進行網絡問卷調查。實地調查方案事先得到了大學機構

審查委員會的批准。受訪者由專業調查公司Dynata招募。具體來說，
Dynata從每個城市的樣本庫中隨機挑選受訪者，並通過電子郵件邀請其

完成一項網絡問卷調查。為了提高研究結果的普遍性，我們採用了配

額抽樣（quota sampling）來控制關鍵的人口統計變量，如年齡、性別和

族裔（僅適用於新加坡），以此來保障樣本能夠反映每個城市的人口基

本特徵。鑒於本研究的目標群體是18歲或以上的成年人，我們無法將

樣本與當地人口普查估計的年齡範圍完全匹配。有鑒於此，我們對年

配額比例進行了適當調整，以實現各城市年齡組的平均分配。在香港



222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2期（2022）

和台北的訪問，問卷以繁體中文進行，在新加坡使用英文發放，而在中

國大陸使用的是簡體中文。本研究共有4,094名受訪者完整填答問卷。

這4,094名受訪者的平均年齡為40.36歲（標準差 = 13.14，範圍為
18至84）。性別分佈大致均勻，其中48.30%為男性，51.70%為女性。

性別和年齡分佈與各城市的總體人口比例基本匹配。從教育背景來

看，18.10%的受訪者具有高中及以下學歷，19.20%的人持有職業教育

文憑，52.70%的人獲得學士學位，10%的人擁有碩士學位或更高學

歷。此外，考慮到新加坡是一個多元族裔社會，我們對新加坡樣本中

的族裔進行了測量。樣本包括74%的華人、13.70%的馬來人、7.60%

的印度人和4.70%的其他族裔人。表二顯示了按研究地點劃分的樣本

概況。

表二　樣本資料（樣本數 = 4,094）

因素

北京

（樣本數 =  

1,033）

平均值 

（標準差）或%

香港

（樣本數 =  

1,017）

平均值 

（標準差）或%

台北

（樣本數 =  

1,019）

平均值 

（標準差）或%

新加坡

（樣本數=  

1,025）

平均值（ 

標準差）或%

年齡 39.90 (11.80) 39.48 (12.84) 39.36 (13.08) 42.70 (14.46)

性別（男性）% 49.30 45.10 47.70 51.10

教育程度 %

高中及以下 12.70 25.90 13.70 20.20

職業教育文憑 22.70 14.40 16 23.80

學士學位 59.40 51.60 53.50 45.90

碩士學位或更高 5.20 8.10 16.80 10.10

收入 %

美金$0–1,566（北京）
美金$0–2,564（香港）
美金$0–1,079（台北）
美金$0–2,189（新加坡）

8.10 10.80 8.10 13.80

美金$1,567–3,133（北京）
美金$2,565–5,128（香港）
美金$1,080–1,797（台北）
美金$2,190–5,109（新加坡）

27.80 26.90 14.90 3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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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北京

（樣本數 =  

1,033）

平均值 

（標準差）或%

香港

（樣本數 =  

1,017）

平均值 

（標準差）或%

台北

（樣本數 =  

1,019）

平均值 

（標準差）或%

新加坡

（樣本數=  

1,025）

平均值（ 

標準差）或%

美金$3,134–4,700（北京）

美金$5,129–7,692（香港）

美金$1,798–2,516（台北）

美金$5,110–8,029（新加坡）
25.30 26.90 15 26.40

美金$4,701-6,266（北京）
美金$7,693-10,257（香港）
美金$2,517-3,235（台北）
美金$8,030-10,949（新加坡）

19.40 20.70 16 15.60

美金$6,267–7,833（北京）
美金$10,258–12,821（香港）
美金$3,236–3,954（台北）
美金$10,950–13,869（新加坡）

13.70 8.40 22 7.90

美金$7,834 或以上（北京）
美金$12,822 或以上（香港）
美金$3,955 或以上（台北）
美金$13,870 或以上（新加坡）

5.70 6.40 24 6.10

主要變量測量

數字媒體資訊近用性。我們使用五個廣義性的綜合指標來構建四

個社會的資訊近用性指數，這些指標分別是：（1）互聯網普及和可訪問

程度，（2）資訊和通信技術的發展狀況，（3）發展和競爭力方面的綜合

實力，（4）民眾的個人自由程度，以及（5）語言多樣性（雙語或多語）。

據此，我們將每個社會的數字媒體資訊近用性從1到3進行排名，「1」

代表近用性最低，「3」代表近用性最高。如前文所述，綜合各項指標，

北京= 「1」，台灣 = 「2」，香港 = 「3」，新加坡 = 「3」。
新冠肺炎虛假資訊接觸頻率。本研究以四點量表（1 = 從不，4 = 

經常）詢問受訪者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在社群媒體平台（如臉書、推特

和微博等）接觸有關新冠肺炎虛假資訊的頻率。我們利用大數據方法，

從網絡上廣泛流傳的虛假資訊中挑選出五條有代表性的資訊作為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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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這五條資訊或經過事實核查被證實為假，或被權威來源（如世界衛

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所駁斥，如「5G移動網絡會傳播新

冠病毒」和「亞洲人要比其他種族的人更容易感染新冠病毒」。我們將這

五個題項取平均值，以創建一個「新冠肺炎虛假資訊接觸頻率」綜合指

標（平均數 = 1.82，標準差 = .78，信度 = .88）。

新冠肺炎虛假資訊分享頻率。本研究使用四點量表（1 = 從不，4 = 

經常）詢問受訪者分享有關新冠肺炎虛假資訊的頻率（平均數 = 2.23，

標準差 = 1.07）。

有關新冠肺炎的錯誤觀念。本研究以五點量表（1 = 絕對錯誤，5 = 

絕對正確）詢問受訪者對於以下五個題項的認知，以了解他們是否接受

有關新冠肺炎的錯誤觀念：（1）新冠病毒可以通過5G移動網絡傳播；

（2）飲用漂白劑可以殺死新冠病毒；（3）吃大蒜可以預防新冠病毒感

染；（4）新冠病毒疫苗會影響生育能力；（5）新冠病毒疫苗會改變人類
DNA。我們用以上五個題項的平均值組合成一個「有關新冠肺炎錯誤觀

念」的綜合指標。分數越高，表示新冠肺炎錯誤觀念越強（平均數 = 

1.82，標準差 = .96，信度 = .90）。

抵制疫苗態度。參考先前的研究（Shapiro et al., 2016），我們採用

五點量表（1 = 非常不同意，5 = 非常同意）詢問受訪者對於以下三個題

項的同意程度：（1）人們在新冠病毒疫苗的有效性方面可能受到欺騙，

（2）關於新冠病毒疫苗有效性的數據很可能是虛構的；（3）人們在新冠

病毒疫苗安全性方面被瞞騙。以上三個題項的平均值組合成一個指

標，建構了「抵制疫苗態度」的綜合指標。分數越高表明對疫苗接種的

抵觸越高（平均數 = 2.50，標準差 = 1.10，信度 = .90）。

有關新冠肺炎的知識水準。通過調整來自權威信源（如美國疾病控

制與預防中心、世界衛生組織）所發佈的新冠肺炎相關資訊，本研究構

建了五個題項量表讓受訪者回答，如「世界衛生組織在抗擊新冠肺炎疫

情期間的總幹事是誰？」、「新冠肺炎所造成的死亡率大致是多少？」、

「新冠病毒新變種的名字是甚麼？」等。這五個題項均採用多項選擇形

式，讓受訪者從四個選項中選擇一個他們認為正確的答案。選擇正確

答案得一分，選擇不正確答案或「不知道」選項得零分。我們把五個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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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加在一起構建了一個「有關新冠肺炎知識水準」的綜合指標。分數越

高代表知識水準越高（最小值 = 0，最大值 = 5，平均數 = 2.64，標準差 

= 1.53，信度 = .61）。

分析與結果

為了研究在具有不同數字媒體資訊近用性的四個社會中，接觸和分

享新冠肺炎虛假資訊方面有何差異，我們首先進行了一系列方差分析

（analysis of variance）。結果顯示，來自北京、香港、新加坡和台灣的受

訪者在接觸虛假資訊方面存在顯著差異〔F(3, 4,090) = 88.51, p < .001〕。

後續Scheffe測試表明，北京受訪者接觸新冠肺炎虛假資訊的頻率為最

高（平均數 = 2.15，標準差 = .83），其次是香港（平均數 = 1.72，標準差 

= .68）、新加坡（平均數 = 1.70, 標準差 = .81）和台北（平均數 = 1.69, 標

準差 = .71）。

關於與他人分享新冠肺炎虛假資訊方面，四個社會之間也呈現顯著

差異〔F(3, 4,090) = 70.94, p < .001〕。後續做了Scheffe檢驗，結果顯示北

京受訪者分享虛假資訊的頻率為最高（平均數 = 2.61，標準差 = 1.09），

其次是香港（平均數 = 2.21，標準差 = 1.01）和新加坡（平均數 = 2.11，

標準差 = 1.01）。台灣受訪者分享虛假資訊頻率最低（平均數 = 1.98，標

準差 = 1.04）。

假設一和假設二預測，數字媒體資訊近用性與接觸和分享新冠肺

炎虛假資訊之間存在負相關關係。為了檢驗這兩個假設，我們進行了

三個階層的迴歸分析。出於控制目的，人口統計變量（即年齡、性別、

教育、收入）被輸入為第一階層。根據因果順序，在第二個階層中輸入

數字媒體資訊近用性，在第三個階層中輸入接觸和分享新冠肺炎虛假

資訊的頻率。如表三所示，數字媒體資訊近用性與接觸新冠肺炎虛假

資訊呈現顯著負相關（β = –.22, p < .001）。結果還表明，數字媒體資訊

近用性與分享新冠肺炎虛假資訊也呈顯著負相關（β = –.09, p < .001）。

因此，假設一和假設二均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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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階層迴歸分析結果（樣本數 = 4,094）

自變項 虛假資訊接觸 虛假資訊分享 錯誤觀念 抵制疫苗態度 知識水準

第一階層

　年齡 –.11*** –.07** .03 .03 .14***

　性別（男性） .06*** –.01 –.03* –.02 .14***

　教育程度 .04* .00 –.04** –.01 .22***

　收入 –.10*** –.08*** –.00 –.12*** .24***

Adjusted R
2

.02 .02 .01 .04 .15

第二階層

　數字媒體資訊近用性 –.22*** –.09*** .15*** .33*** .04**

Adjusted R
2
 incremental .05 .02 0 .06 0

第三階層

　虛假資訊接觸 — .34*** .51*** .30*** –.05***

　虛假資訊分享 .17*** .12*** –.13***

Adjusted R
2
 incremental — .11 .32 .12 .02

Total adjusted R
2 — .15 .33 .22 .17

註：上面各欄表格內的數值是標準化迴歸係數；*p < .05, **p < .01, ***p < .001。

這些結果與過去的研究發現（Li et al., 2020; Lo et al., 2022）一致，

表明在一個接觸數字資訊受限的社會中，擔心新冠疫情的民眾會使用

社群媒體來獲取最新資訊，並將其看到的內容分享給他人，其中不乏

虛假資訊，以滿足他們對疫情資訊的需求。另一方面，在資訊接觸自

由且不受限制的社會中，那些習慣於在線獲取各種資訊的受訪者比較

可能會忽略那些錯誤和不準確的疫情資訊。

假設三預測，接觸新冠肺炎虛假資訊與分享之間呈現正相關。如

表三中的迴歸結果所示，接觸虛假資訊與分享虛假資訊顯著地呈正相

關關係（β = .34, p < .001）。假設三因此得到支持，表明受訪者在網絡

上接觸新冠肺炎虛假資訊越頻繁，他們就越經常將此類資訊轉發給自

己社群媒體組中的親人或朋友。

假設四預測，接觸新冠肺炎虛假資訊將與a）錯誤觀念和b）抵制疫

苗態度呈正相關，但與c）知識水準呈負相關。階層迴歸分析結果進一

步顯示（如表三最後三列），在控制了人口統計變量和數字媒體資訊近

用性等變量之後，接觸新冠肺炎虛假資訊與錯誤觀念（β = .51,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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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抵制疫苗態度（β = .30, p < .001）均呈現顯著的正相關。然而，新冠

肺炎虛假資訊的接觸頻率與知識水準呈顯著的負相關（β = –.05, p < 

.001）。因此，假設四得到支持。這些結果表明，接觸新冠肺炎虛假資

訊的頻率越高，對受訪者的認知和態度的負面影響就越大（即對新冠肺

炎之錯誤觀念的接受和對疫苗的抵制態度就越高），同時，對新冠肺炎

的正確知識水準就越低。

此外，為了檢驗研究問題一所提出的，新冠肺炎虛假資訊分享在

虛假資訊接觸和認知及態度之間的關係中所起的中介作用，我們採用
PROCESS Macro中的模型四（Hayes, 2017）進行了一系列中介效應分

析。在控制人口統計變量的基礎上，我們使用5,000個自舉樣本估計了

經過偏差校正的95%置信區間（CI）。

分析結果表明，新冠肺炎虛假資訊分享的確是接觸虛假資訊與錯

誤觀念之間關係的顯著中介變量（b = .07, SE = .01, 95% CI = [0.05, 

0.08]）。具體來說，接觸虛假資訊正向預測分享這些資訊（b = .49, t = 

24.38, p < .001），這導致分享對錯誤觀念有更強的影響（b = .14, t = 

10.83, p < .001）。同時，接觸虛假資訊通過分享這些資訊對抵制疫苗態

度的間接影響是顯著的（b = .04, SE = .01, 95% CI = [0.03, 0.06]），這意

味著，由虛假資訊接觸所帶來的虛假資訊分享導致了更強烈的抵制疫

苗態度（b = .09, t = 5.37, p < .001）。此外，分享虛假資訊在接觸虛假資

訊和知識水準的關係中也有顯著的中介作用（b = –.09, SE = .01, 95% CI 

= [–0.12, –0.07]）。由接觸虛假資訊導致的分享虛假資訊頻率增強了對

受訪者的知識水準所產生的負面影響（b = –.19, t = –8.76, p < .001）。總

而言之，這些結果驗證了虛假資訊分享的中介作用。

最後，為了探究接觸和分享虛假資訊如何影響四個社會中民眾對

新冠肺炎疫情的觀念、態度和知識，我們用AMOS 24進行了結構方程

模型（SEM）分析。模型擬合根據以下標準進行評估：對於擬合良好的

模型，CFI和TLI的值應大於0.95，RMSEA的值應小於0.06，χ2 的p值

應該不顯著（p > .05），χ2
/df 的值應該小於2（Ullman, 2001）。結果顯

示， 雖然模型的χ2 值顯著（χ2
 = 2049.76, df =89, χ2

/df = 23.03, p < 

.001），但CFI = .95, NFI = .94, TLI = .93和RMSEA = .07表明模型擬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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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以接受的。該模型解釋了接觸虛假資訊差異的4.20%，分享虛假資

訊差異的15.70%， 抵制疫苗態度差異的9.40%， 錯誤觀念差異的
41.70%，以及知識水準差異的3.80%。圖二總結了以上SEM的結果。

圖二　結構方程模型分析結果（樣本數 = 4,094）

結論與討論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資訊流行病」亦成為病毒傳播

的衍生品，影響對疫情的有效防控和民眾的身心健康。「資訊流行病」

為何會發生？又會通過怎樣的機制產生負面的影響？探索以上問題具

有相當的緊迫性和必要性（Chou et al., 2020; Lee & Shin, 2021）。我們

通過對中國大陸、香港、台灣和新加坡民眾的一項大型調查發現，接

觸和分享虛假資訊對公眾的觀念、疫苗態度，和知識水準有著負面影

響。具體而言，接觸虛假資訊的頻率越高，他們就越容易形成錯誤的

觀念、抵制疫苗的態度，並忽略科學的知識。

過去的研究表明，社群媒體在民眾新聞學習方面起到了顯著的正面

作用。隨時隨地可以獲取的新聞資訊，讓民眾更好地了解公共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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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取健康方面的知識（例如，Cho et al., 2009; Eveland, 2001; Ghalavand 

et al., 2022）。然而，這些正面效應僅僅是使用社群媒體資訊的一個側

面而已。在新冠肺炎相關虛假資訊在全球社群媒體平台的滋生、氾濫

的情形之下，我們發現使用社群媒體其實無助於民眾獲取科學的、準確

的疫情知識，反而阻礙民眾了解防疫的科學知識。這種虛假資訊的傳

播，不但沒有令民眾學習到正確的知識，反而形成了一種「反向學習」

效應（de-learning）。這項發現拓展了新聞資訊處理和學習模型，將為更

多的後續研究指明探究的方向。

此外，本研究重點提出了分享虛假資訊的中介作用，這也進一步

驗證了「資訊流行病」的傳播機制，即虛假資訊的負面影響是通過分享

行為而逐步擴大的。與他人分享的人數越多，對認知、疫苗態度和知

識水準的負面影響就越大，從而形成一種連鎖效應（cascading effect）。

本研究提出的理論模型揭示了虛假資訊分享可以作為虛假資訊產生各

類負面效應的一種重要機制。而隨時隨地、低成本甚至無成本地分享

數字資訊，正是社群媒體的獨特功能。動動手指就可以輕鬆轉發，這

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虛假資訊的社會危害性。因此，社群媒體虛假資

訊的流行，要比其他媒體平台（如電子報紙）上虛假資訊的危害更為嚴

重，也需要更有效的應對策略。有鑒於此，我們認為發現並制止虛假

資訊的超級傳播者（即面向龐大社群的頻繁分享者），對切斷這類虛假

資訊的傳播至關重要。

本研究的另一個重要發現是社會層面變量對虛假資訊傳播的影

響，即在數字媒體資訊近用性水準不同的社會環境之中，接觸虛假資

訊和分享這些資訊的頻率有所不同，帶來的負面影響程度也不盡相同

（differential effect）。在數字媒體資訊近用性越高的社會中，民眾對虛

假資訊的接觸較少、分享頻率也較低，進而負面影響就越小。反之，

資訊近用性越低，民眾對虛假資訊的接觸就更多、分享頻率也較高，

進而產生較大的負面影響。通過對媒介環境不同的四個亞洲城市進行

比較研究，本研究的重要發現是，數字媒體資訊近用性的差異是造成

四地民眾虛假資訊接觸程度不同、分享頻率不同的根本性影響因素。

在公共衛生危機期間，如果民眾具有較高的資訊近用性，能夠隨時獲



230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2期（2022）

取可靠而且多渠道的最新疫情資訊，他們就不太可能去獲取那些社群

媒體上的虛假資訊，更沒有動力去分享。這是因為較高的數字媒體資

訊近用性會給民眾帶來豐富、多元的資訊。然而，在資訊獲取受到限

制的社會，及時和多渠道的資訊通常稀缺，民眾為了緩解由公共健康

危機而產生的焦慮情緒和不確定性，便傾向於利用社群媒體中一切可

獲得的資訊來了解最新疫情。也就是說，在有限且缺乏多元性的數字

媒體環境中，民眾無法有效識別社群媒體上疫情資訊的真假，因此常

常會將含有虛假資訊的消息分享給他人。

我們的深入分析還發現，在數字媒體資訊近用性高的社會中，民

眾可以獲取充分的資訊資源以應對公共衛生危機，他們受到虛假的負

面影響較小。我們常言，「知識就是力量」，那麼，對正確的新冠肺炎

知識的掌握，便是對公眾的有效賦能。相比之下，在數字媒體資訊近

用性低的社會環境下，民眾無法獲取足夠的疫情資訊，無從建立正確

的疫情知識，虛假資訊的負面影響就較大。

以上發現對抗疫有何啟示？在實踐上，我們認為，數字媒體資訊

的近用性、以及公開、透明的資訊，是抵消社群媒體上虛假資訊傳播

危害的必要的社會條件。隨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進入常態化，政府、

公共衛生部門、醫學專家應當與公眾保持公開、透明的溝通。特別是

要利用好社群媒體平台的資訊發佈優勢，一旦虛假資訊出現在社群媒

體平台上，就應迅速反應、即時提供基於事實的科學資訊，以便公眾

更有效、便利地進行事實核查，從而削弱虛假資訊對公眾認知、疫苗

態度和知識水準的負面影響。

在理論上，我們通過將宏觀層面的社會因素（即數字媒體資訊近用

性、媒介環境）與微觀層面的個人心理變量相結合，來解釋虛假資訊的

傳播與危害，這是對既有研究一項重要理論創新。也就是說，通過探

索數字媒體資訊近用性、新冠肺炎虛假資訊接觸、分享，以及認知和

態度影響之間的關係，我們的理論模型為四個亞洲社會中，虛假資訊

傳播和影響的差異找到了具有解釋力的社會因素—即數字資訊的自

由流動。這些發現將有助於我們從社會和個體兩個層面，更加全面地

建構虛假資訊的傳播和影響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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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本研究也存在著不足和可改進之處。首先，我們提出的中

介模型雖然擬合度和顯著性得到了支持，但鑒於這是一次性的調查數

據（one-shot），在推斷因果關係方面，仍需要進一步通過多點數據等長

期調查方法才能予以驗證。此外，我們提出了數字媒體資訊近用性的

概念，其概念界定及操作化還需要進一步通過比較研究方法進行完善

和修正。例如，在差異較大的社會之間（譬如華人社會與伊斯蘭社

會），數字媒體資訊近用性是如何影響虛假資訊的傳播及其後果？同

樣，在相似性較高的社會（譬如東亞的幾個儒家文化社會），數字媒體

資訊近用性的形塑作用又是如何？以上問題都需要進一步探究，以達

到數字媒體資訊近用性這一概念的效度和普世性。我們相信，這樣的

多元文化和跨社會比較研究對建構虛假資訊傳播與影響的理論是不可

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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